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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与中东的经济关系

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战略∗

蒋旭栋

摘　 　 要： 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维持经济与能源安全的

重要手段，大致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分别是“边缘准备期（１９５４ ～ １９７３
年）”、“政策充实期（１９７３～１９９１ 年）”、“理念转型期（１９９１～２００１ 年）”、“战

略转型期（２００１～２０１１ 年）”与“战略转型深化期（２０１１ 年至今）”。 随着转

型的不断深入，日本在中东地区实践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目标从追求经济

利益最大化向追求政治、经济、安全利益的平衡转型；战略模式从单一的

“能源安全战略”向“能源—军事双重安全战略”转型；援助手段从“只出钱、
不出力”向“既出钱、又出力”转型。 日本对中东的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

主要源于日美同盟关系与日本国内政治及利益诉求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

是，日本对中东的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有利于日美同盟的发展与巩固，
但对日本进一步参与中东事务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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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进口原油的 ８０％来源于中东地区，同时，由于中东地处日本与欧洲的中间

位置，日本与欧洲之间的贸易往来必然途径中东地区。 因此，中东地区对日本的经

济与能源安全极其重要。”①在日本政府历次发布的《政府开发援助（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ＯＤＡ）白皮书》中②，均对中东地区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作出了明确

界定，主要突出了两个方面：第一，中东地区对日本能源安全的重要性；第二，中东地

区对日本经济安全的重要性。
中东地区虽然极其重要，却是各类冲突的多发地带。 日本希望通过政府开发援

助促进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保障本国能源供给的安全。 基于本国的能源需求与

供应的现实，日本将能源安全保障列为综合安全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日本将

政府开发援助的重要性从战术层面提升至战略层面。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转

型是在长期实践中积极调整政策、不断丰富政府开发援助内核与形式的结果。 从早

期为获得石油而投入政府开发援助、只出钱不出力，到 ２１ 世纪以来依靠政治、经济和

军事手段，为参与中东地区事务既出钱又出力，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转型及其在中

东地区的实践也是日本国家战略转型的重要体现。

一、 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发展与转型

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经历了体制整理期（１９５４ ～ １９７６ 年）、计划扩充期（１９７７ ～
１９９１ 年）、政策理念充实期（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２ 年）和时代应对期（２００３ 至今）四个发展阶

段。③ 其中，日本对中东的援助既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演变相契合，又存在着自身

特有的发展周期，具体而言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 边缘准备期（１９５４～ １９７３ 年）
１９５４ 年至 １９７３ 年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该时期中东地区在

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中处于边缘地位。 １９５４ 年，日本与缅甸签订了《日缅赔偿及经济

合作协定》，开启了日本战后对外援助的历程。 １９７３ 石油危机前，日本对中东事务的

认知和参与极为有限，中东地区无论是地理上还是心理上，都距离日本十分遥远。
当时的日本对阿以冲突持冷漠的态度，甚至发生了科威特外长访问日本期间，时任

外相大平正芳当场打瞌睡的“丑闻”，引起对方不快。④ 此时日本专注于“出口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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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務省：「 ２０１５ 年版開発協力白書」， ２０１５ 年版，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１３７９１７．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 日。

２００１ 年后，《日本开发援助年度报告》更名为《日本开发援助白皮书》，２０１６ 年再次更名为《日本开发

协力白皮书》。
外務省： 「 ＯＤＡ５０ 年 の 成果 と 歩 み」， ２００４ 年，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ｏｄａ ／ ｓｈｉｒｙｏ ／

ｐａｍｐｈｌｅｔ ／ ｏｄａ＿５０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 日。
［日］田村秀治：「アラブ外交 ５５ 年： 友好ひとすじに」，東京：勁草書房 １９８３ 年版，第 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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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建设，将本国政府开发援助的重点实施对象投放在了东南

亚地区，以开拓东南亚的市场与资源，中东地区处于边缘乃至被忽视的地位。
（二） 政策充实期（１９７３～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７３ 年石油危机爆发后，日本被阿拉伯国家列入制裁名单，经济发展一度遭受

重挫。 这一时期，日本经济结构发生重大转变，转向以发展汽车、钢铁等重工业为主

导，导致能源进口需求急剧增长。 １９７３ 年日本的能源需求较 １９４５ 年提升了 １０ 倍，
石油在日本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从 ５％上升至 ７２％，日本 ７３％的石油进口依赖中东地

区。① 石油危机发生后，日本转向“亲阿拉伯”立场，副首相三木武夫紧急赴中东开展

“乞讨石油”的外交，通过经济援助换取石油供应。 日本为埃及苏伊士运河改造修复

作业提供了 ３８０ 亿日元的贷款，为叙利亚炼油厂建设提供了 ６７．５ 亿日元的贷款，为
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约旦、苏丹、摩洛哥等国提供了总额 １，４００ 亿日元的贷款。 在

１９７３ 年，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政府开发援助占总体对外援助的比重从 １９５６ 年的 ０．８％
跃升至 ２４％。② 日本运用外交手段与政府开发援助化解了石油危机造成的严重冲

击，石油危机期间的经济援助亦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在中东地区的重要实践。
在这一时期，如何运用自身经济实力保障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日本政府

开发援助的新课题，１９７３ 石油危机为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发展提供了动力与契机。
石油危机的爆发及其影响使日本认识到中东地区对本国能源安全保障的关键作用，
也使该国逐渐意识到中东地区的稳定对其能源供应至关重要。 通过经济援助促进

中东的稳定，同时又能协助盟友美国的中东战略，对日本而言可谓一举两得，使日本

既可以在中东地区获得良好的声誉，又能彰显自身负责任的国际形象。 因此，日本

开始思考政府开发援助手段的战略价值并加以运用。
石油危机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政治性开始显现。 日本对中东的政府开发援

助目标是保证能源供应安全，与中东国家尤其是产油国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是确保

能源供给的政治基础。 因此，日本开始调整对中东政府开发援助的手段，更加注重

与地区国家拓展政治关系，包括对地区国家做出政治承诺、对阿以问题进行表态等。
但对日本来说，更重要的是其自身政治意识的觉醒，快速崛起的日本迫切希望将自

身的经济实力转化为与之相称的政治地位，政府开发援助的目标逐渐从追求商业利

益向实现政治诉求转变。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和 ８０ 年代初，随着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

争等重大事件的爆发，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经历了剧变，并深刻影响着大国的中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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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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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此时，美国在中东地区既要应对苏联的威胁，也要遏制伊朗革命后的地区扩张，
于是要求盟友日本在西方阵营内承担更多的责任。 日本遂开始强调不仅要向重要

原材料供应国提供经济援助，而且要向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援

助，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政治性已然显现。
为了实现政府开发援助的政治目标，日本将整个援助体系置于美国的反苏战略

之下，制定了对中东地区的战略援助目标，即支持美国中东战略和实现本国“综合安

全保障”战略。 在日本看来，海湾地区的产油国因石油美元获得了大量财富，无需提

供大规模的资金援助，但海湾国家对工业发展的诉求使其迫切需要大量的技术援

助，这使得日本对海湾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主要以技术援助为主。 对于埃及、叙利

亚、约旦等非产油国，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以有偿贷款以及无偿援助为主。 对于也

门等长期陷入冲突的国家，日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只提供少量援助。 截至 １９８７ 年，
日本对中东提供的政府开发援助中，有偿援助占 ６５％，无偿援助占 ２２％，技术援助占

１３％。 １９８８ 年，埃及、土耳其、苏丹和叙利亚分别接受了日本 １．７３ 亿美元、１．３４ 亿美

元、６，０００ 万美元和 １，０７１ 万美元的援助。① 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为支持美国在中

东地区与苏联对抗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理念转型期（１９９１～ ２００１ 年）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期间，日本因未应美国要求派兵参战而被美讥讽为“经济动

物”，并遭到“只出钱、不出力”、“做得太少”的指责，日本外交因此遭受重创。 为挽回

国际声望，日本决定加大对政府开发援助的投入。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日本发布《政府开发

援助大纲》，明确了新时期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四项基本原则②，其中第四点“促进民

主与保障人权”引起广泛关注。 同年，日本发布《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为
日本出兵海外扫除了法律障碍。 由此，日本明确了政府开发援助的定位，将政府开

发援助从纯经济手段转变为政治战略手段加以运用。 在中东地区，日本通过政府开

发援助对巴勒斯坦提供援助，开始积极介入巴以问题。
随着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战略的调整及其在全球运用范围的扩大，１９９７ 年日本对

政府开发援助的投入名列全球第一。 当时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战略的特点是以金钱

援助为主并辅以人力支援，其目标之一是配合美国在冷战后的全球战略布局，在中

东地区表现为配合美国“双重遏制”③战略的实施。 这一时期，日本“不介入他国内

政”的外交理念在政府开发援助实践过程中也有体现，但国际社会关于保障最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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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战略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开发项目必须与环境协调；坚决避免将开发援助用于军事

用途或助长国际纠纷；防止用于开发和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武器出口；有利于促进国家的民主化和市场经

济的培育，保护人权和自由。
自 １９９３ 年美国总统克林顿上台后开始实施的一项中东战略，旨在同时遏制伊拉克与伊朗，确保美国

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及其盟友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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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以及超越国家主权的“国际介入”合法化观念的影响力逐渐凸显。① 这种观念的

影响力持续上升与日本外交诉求的转变成为世纪之交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

的重要推动因素。 日本在抛弃专守防卫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进一步弱化了政府开发

援助的经济特征，经济手段与军事和政治手段的交替使用逐渐成为日本政府开发援

助实践的新常态。
（四） 战略转型期（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 年）
“９·１１”事件后，美国在全球发动反恐战争，并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经济援助，

２００１ 年，美国超过日本成为中东地区的最大援助国，而长达十年的经济停滞则令日

本难以维持全球政府开发援助第一大国的地位。 截至 ２０１４ 年，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总

额已滑落至全球第四位，其援助规模的下降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外交声望和国际形

象。 同时，日本政府开发援助开始向经济和军事手段并用转型。 ２００３ 年，日本出台

了新版《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提出了“和平构筑”的理念，更加注重“人的贡献”，而
非“资金的贡献”。

２００１ 年阿富汗战争期间，日本海上自卫队参与了美军的海上后勤与扫雷任务。
２００４ 年，日本向伊拉克派出陆上自卫队，参与伊拉克战后重建任务。 ２００９ 年，日本在

吉布提设立了首个海外军事基地。 日本自卫队参与中东事务的行动旨在实践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展现日本“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以及

为国际和平与稳定做贡献的姿态。 在中东地区，日本开始更加注重利用军事手段实

现自身利益，并将该地区作为日本军事行动的“试验场”。 无论是陆上自卫队协同美

军的行动，还是海上自卫队深入亚丁湾的现实，本质上都是日本借“和平构筑”的名

义实现大国地位的手段。 日本早已不满足于利用政府开发援助实现纯经济的目标，
而是将“和平构筑”的理念注入政府开发援助的实践中，既出钱又出力，实现其政治

大国化目标。
（五） 战略转型深化期（２０１１ 年至今）
２０１１ 年以来，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浪潮并未给地区国家带来发展与繁

荣，却使多个国家陷入了长期的内战与动荡。 无论是两次政权更迭的埃及、内战

久拖不决的叙利亚，还是疯狂肆虐的“伊斯兰国”组织、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博

弈，都反映出中东地区动荡加剧和地区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的现实。 与此同

时，美国调整了其中东政策，对介入中东地区事务更加克制，中东威权政府的倒台

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导致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地区秩序陷入严重危机。
在此背景下，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之一的日本被要求加大对中东事务的介入，

以分担美国在中东的责任。 为此，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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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長谷川雄一：「日本外交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東京：南窓社 ２００４ 年版，第 １０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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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３ 次出访中东国家，除确保日本的能源安全供应外，对中东事务的介入力度日益

加大。 在这一时期，日本对中东援助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加大对“反恐事务”的参与来

推广安倍晋三的“积极和平主义”理念。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安倍晋三在联合国大会期间首

次对中东事务提出“积极和平主义”的概念。 在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会谈期间，安倍

晋三除承诺向伊拉克提供 ２，０００ 万美元的援助外，还承诺提供 ２，５５０ 万美元的专项

资金对抗“伊斯兰国”组织。①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安倍晋三在访问埃及期间发表了题为

《中庸即是最善》的演说，表达了日本积极为实现中东地区稳定做出贡献的意愿，并
承诺向整个中东地区提供 ２２ 亿美元的援助②，用于打击恐怖主义与促进地区的和平

与稳定。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日本政府再次对政府开发援助大纲作出调整，将《政府开发援助大

纲》更名为《政府开发合作大纲》。 与 １９９２ 年与 ２００３ 年两个版本不同，２０１５ 年的新

版大纲突破了过去一直坚持的“避免进行与军事相关的援助”原则，允许日本政府对

其他国家军队和军人提供援助。 在《政府开发合作大纲》发布一周后，日本乘势发布

《日本国民遭受恐袭后的日本外交》的声明，提出了日本反恐政策三大原则，即加强

反恐政策、加强针对中东繁荣与稳定的外交、通过建设性的援助手段防止极端主义

的产生。③ 至此，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反恐功能日益凸显。

二、 日本对中东地区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的动因

任何一种战略的调整都源于外部压力（外因）与内部诉求的变化（内因），外因与

内因之间关系的变化是战略转型的根本动因。 日美同盟的转型与日本自身利益诉

求的变化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的主要动因。
（一） 外因： 日美同盟关系的转变

苏联解体后，日本与美国共同的敌人不复存在，日美同盟因此经历了“再定义”④

的过程。 对日本来说，冷战期间最担心的莫过于被迫卷入美苏之间的争夺，而冷战

后日本却担心被美国“抛弃”。⑤ 因此，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后期，日本不断寻求强化日

·９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日本首相官邸：《共生、共荣、协作创造新时代的日本与中东关系》，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 ／ ｃｎ ／ ９６＿ａｂｅ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３０５ ／ ０１ｓａｕｄｉ＿ｓｐｅｅｃｈ．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１９ 日。

外務省：「安倍総理大臣の中東政策スピーチ」，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７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ｍｅ＿
ａ ／ ｍｅ１ ／ ｅｇ ／ ｐａｇｅ２４＿０００３９２．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０ 日。

外務省：「我が国の国際テロ対策」，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ｇａｉｋｏ ／ ｔｅｒｒｏ ／ ｔａｉｓａｋｕ＿０５０６． ｈｔｍｌ，登
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７ 日。

冷战后，日美同盟经历了四次再定义的过程，其中以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桥本龙太郎内阁时期所签署的新《日
美防卫合作指针》最为关键。

“被抛弃”与“被卷入”是同盟的核心问题之一，参见 Ｓｎｙｄｅｒ Ｇ． Ｈ．，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ｉｎ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 ３６， Ｎｏ． ４， １９８４， ｐｐ． ４６１－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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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同盟，调整自身的战略目标。 同时，日本通过日美防长“２＋２”会议，多次修订《日美

防卫合作指针》，巩固日美同盟的法理基础，使之从单纯防卫日本的同盟转变成日美

共同作战的同盟。 在日本仍受“和平宪法”制约的情况下，转变政府开发援助实施手

段，使其成为配合“新日美同盟”的工具便显得尤为重要。
１． 日本对中东战略目标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日本对中东战略目标和认识开始从追求单一的能源安全向实现地

区和平与稳定转变。
日本希望中东地区实现安全与稳定以确保本国的能源供应。 但矛盾的是，石油

价格的上涨或下跌都会影响日本的原油供应。 油价上涨会增加日本石油进口的成

本；油价大跌导致产油国收入减少，则有可能造成产油国局势不稳，甚至陷入动荡，
从而影响日本的石油进口。 海湾战争后，日本逐渐认识到单纯利用经济手段并不能

有效保障自身能源安全，只有中东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才是解决能源供应和维持油

价可控的有效路径。
对于日本来说，很多国际争端从地理位置上离日本十分遥远，但实际上与其关

系重大。 日本开始从冷战后国际秩序的调整以及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待国际问题，通
过提供资金援助、人道主义救助、维和活动等多种手段来预防和解决地区争端。① 日

本遂开始反省自己在海湾战争中做出贡献却得不到世界认可的原因。 日本意识到，
既不可忽视能源政策、防止核扩散等问题，也要提高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参与度。 日

本已不能仅仅作为美国的中介而存在，而应作为中东和平进程的支持者，召集当事

国和主要参与国举办多层次的国际会议，展示日本作为中东和平进程积极参与者的

形象。②

２． 围绕支持美国政策的反省

虽然日本的中东政策尚无法完全摆脱美国的制约，但并不愿意将本国政策完全

捆绑在美国的中东战略之下，至少希望保持相对的自主性。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爆发后，美伊关系降至谷底，但日本仍与伊朗新政权维持正常的外交关系，并未一味

地跟随美国，日本中东外交的自主性开始凸显。 海湾战争时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后，日本虽立即予以谴责并全面支持联合国制裁，但对于加入多国部队的军事行动

持保留态度，并未因美国施压而派遣自卫队，仅提供了 １３０ 亿美元的“军费”支援美

国的军事行动。 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指责日本“行事不力”。 日本“只出钱不出力”
的支援政策使美国怀疑日本作为盟友的忠诚度，致使海湾战争后的一段时间内美日

关系跌入谷底。 同时，日本亦遭国际社会“重商主义”、“不负责任”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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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外務省：「外交青春」，東京：大蔵省印刷局 １９９６ 年版，第 ４０ 页。
［日］山本達也：「中東平和交渉と日本：日本型支援の全体像と実効性」，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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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战争后，中东地区格局再次经历重大调整，美军进驻沙特已成定局，日本意

识到美国对未来中东事务的主导地位，开始考虑借助美国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并

保障能源安全。 因此，日本在海湾战争结束后匆匆派遣海上自卫队参与联军的扫雷

行动，以修补日美同盟关系。 日本对美国外交的失败也促使日本对其政府开发援助

政策进行了反省。 一方面，过去的援助行为非但未能提升日本的国际影响力，反而

导致日本与最重要的盟友之间关系紧张，被视为日本在外交上的失败。 另一方面，
未能及时“派兵”参加海湾战争阻碍了日本参与地区战后重建的步伐，使日本企业丧

失了进入中东的先机，是为经济上的失败。
外交与经济的双重失败使日本开始深刻反思长期以来对外援助政策的弊端。

首先是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问题。 战后日本避免使用军事力量，而是通过

和平的经济手段开展外交。 但海湾战争期间日本自卫队的维和行动、武器使用以及

对美军援助的集体自卫权等问题无法通过传统手段加以解决，关于日本是否继续维

持战后一直坚持的“和平国家”身份认知的问题，当时日本国内对此尚未形成共识。
第二，僵化的政治体制及官僚体系导致日本政府频频出现战略误判，难以迅速有效

应对危机。 其中，情报收集、管理体系内部沟通、政治家与官僚部门之间的协调等问

题均是当时日本亟需解决的问题。 如何在吸取海湾战争期间外交教训的基础上调

整日本中东外交政策，是当时日本外交面临的重要问题。①

经历了海湾战争期间的外交失利后，日本开始深刻认识到单纯依靠经济手段实

践政府开发援助的做法已不再适用，而是应深化和完善政府开发援助的内涵。 １９９２
年日本通过《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为日本自卫队走出国门、参与联合国

维和行动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 同年，日本发布了战后第一份《政府开发援助大

纲》，提出了政府开发援助“和平与安定”的四项原则，强调了政府开发援助的政治

性，突出体现在积极参与“促进民主与保障人权”这项原则上。 ２００３ 年版《政府开发

援助白皮书》将“和平构筑”作为政府开发援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扩大了政府开

发援助的实施领域。 ２０１５ 年的新版《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更是将对他国军队的“非
军事目的”援助列入其中，扩大了政府开发援助的参与面，增加了其军事功能。

３． 日美同盟法律义务的调整

二战后，日美同盟的双边义务不断演进，从最初日本单方面享受美国的安全保

护，转变为日本需承担与美国同等的防卫义务和责任。 冷战后，１９９６ 年的台海危机

使 ９０ 年代初期一直处于“同盟漂流”状态的日美同盟关系迅速转变为以应对东亚地

缘安全挑战为核心的“新日美同盟”，日本的责任遂被摆上前台，日美在台海危机中

·１１１·

① ［日］中西寛： 「湾岸戦争と日本外交」，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０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ｉｐｐｏｎ． ｃｏｍ ／ ｊａ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
ｃ００２０２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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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配合成为日美同盟进化的重要标志。 此后通过的《有事法案》要求日本的防卫

力量要走出本土，向全球扩展。 同时，日本在东亚安全问题上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
为维持对美国的安全依赖，日本开始分担美国在全球军事行动的支出。 其中，帮助

分担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压力成为日本维系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义务之一。
１９９６ 年，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会谈中发表了旨在结束

“日美同盟漂流期”的《日美安保共同宣言》。 １９９７ 年，日美“２＋２”会议提出《日美安

全防卫新指针》（以下简称为《新指针》）。 《新指针》扩大了“日本有事”的“周边事

态”范围，确立了日美合作的新机制，不仅重申了美国保护日本安全的义务，也明确

了日本自卫队具有支援美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展军事行动的义务。 “９·１１”事件后，
无论是《阿富汗支援法案》，还是针对伊拉克战争的《反恐特别措施法》，都是《新指

针》确立的合作关系的延伸，即从法律上明确了日本参与美国军事行动的责任与

义务。
（二） 内因： 日本国内政治改革与外交决策偏好的转变

冷战的结束不仅深刻影响了日本的外部地缘政治环境，也促使日本国内加快了

政治改革的步伐。 其中，选举制度改革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日本

外交决策偏好发生了重大变化。 当二战后出生的一代逐渐成长为日本政坛的新生

力量时，其政治态度与对日本战后身份的认知深刻影响着日本外交的决策偏好与利

益诉求，并对政府开发援助实践路径的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
１． 日本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对决策偏好的影响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日本推行选区制度改革，从原先的中选区制转变为小选区

制。 选区制度改革带来了两大后果：第一，日本原先“保守”与“革新”的对立被打破，
革新派的代表社会党在 １９９６ 年解体，日本政治意识形态转向“全面保守化”；第二，
小选区制极易促成大党的优势，多数时期自民党一党独大，在野党无力与之抗衡，导
致自民党很容易推出符合自身意愿的法案，如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特别措施法》仅在日

本国会简单讨论之后就获得通过。
选举制度改革的意义不在于改变制度本身，而是通过制度变革改变了人们的行

为方式或行动过程。① 在中选区制下，一个选区可以推荐 ２ 到 ３ 个议员名额；在小选

区制下，一个选区内只能选出 １ 名议员。 选举规则的改变使得选举从“选人”转变为

“选党”。 日本选举制度的改革对小党不利，对大党有利，特别是对长期执政的自民

党十分有利。 小选区制实行后，执政党长期以来的“地盘”与“票源”能保证其在一开

始就有了相对于小党的压倒性优势。 小党要赢得选举，其策略将不再是“标新立异”
或“为了反对而反对”，而是要着眼于政策。 选民选择的是迎合自身意愿的政策，而

·２１１·

① ［日］福元健太郎：「立法制度と過程」，東京：木铎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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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是讨好选民的个人竞选者。 政策制定的能力决定了政党在选举中的前途，由此

日本的政治模式从“个人型思考”转变为“政策型思考”。
自 １９８９ 年竹下登内阁启动选举制度改革以来，日本政坛 ２０ 余年的政治变革与

其说是政党不断分裂、重组的混乱时期，不如说是日本左翼政党被消灭的过程，最明

显的标志是日本社会党遭瓦解。 １９９３ 年社会党为参加以日本新党为首的联合政府，
在政策制定中做出了巨大让步，导致社会党自身逐渐走向分裂和消亡。 有政治观察

家分析指出，社会党衰弱的直接原因并非是参加了联合政府，而是在于联合政府所

推进的选举制度改革。① 社会党的衰败带来的第二个副产品便是日本政治规范的重

构。 在“５５ 年体制”瓦解与新体制确立的过程中，社会党的瓦解让其他党派意识到，
早先“为反对而反对”的在野党战术不再行之有效，必须进行转型，否则会步社会党

的后尘。 这种思路改变了日本政治家对于自身所属政党的看法，并进一步改变了他

们对国家前途的看法，造成了对日本国家整体身份认知的转变。 经历长期的政党重

组，自民党分裂，社会党解体，在野党不断分化整合，派阀间政治影响力降低，导致决

策偏好变得更为激进，无形中提高了民粹主义政策通过的可能性。
２． 决策偏好与身份认知的转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日本的身份定位逐渐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转变，对自身地

位认知的改变导致日本更加强调自己对国际事务的政治贡献，摆脱了过去纯经济援

助的对外交往模式。 庆应大学教授宮岡勲认为，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日本的身份定位

从“和平—经济大国”转变为“和平—美国盟友”，更加强调作为美国同盟国的价

值。② 哈佛大学教授卡特琳娜克（Ａｍｙ Ｌ． Ｃａｔａｌｉｎａｃ）从日本国家层面的变化着手，统
计了 １９９１ 年至 ２００３ 年间日本国会议员中和平主义者、中间主义者与现实多边主义

者（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Ｍｕｌｔｉｌａｔｅｒａｌｉｓｔ）三个派别人数的变化（和平主义者减少），以此验证日本

政治文化中和平主义淡化的现实，她认为这是日本政府在向伊拉克派兵的决策上更

容易获得国会支持的重要原因。③

在政治文化这一变量中，日本国内的世代交替是重要因素，经历过战争的一代

人逐渐逝去，心理因素与政治记忆使得年轻一代的政治家包袱更轻，缺乏战败的惨

痛记忆亦使他们难以形成老一代政治家对和平刻骨铭心的深刻理解，无法深刻理解

从战争到战败、再从战败走向和平的可贵。
政治文化的转变既有国内政治变化的影响因素，也有国际压力的影响因素。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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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山口二郎：「現代日本の政治変動」，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 １９９９ 年版，第 ５３ 页。
Ｉｓａｏ Ｍｉｙａｏｋａ， “Ｊａｐａｎｓ Ｄｕ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 Ｎｏｎ⁃ｃｏｍｂａ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Ｒｏｌｅ ａｓ Ｅｎａｂｌｅ ｏｆ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４８， Ｎｏ ３－４，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３７－２５５．
Ａｍｙ Ｌ． Ｃａｔａｌｉｎａｃ，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ｓ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１９９１ Ｇｕｌｆ

Ｗ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２００３ ＵＳ Ｗａｒ ｉｎ Ｉｒａｑ，”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３５， Ｎｏ． １， ２００７， ｐｐ． ５８－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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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对于规范认知的变化也是导致日本政治文化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① 冷战结

束后，世界并未变得更加和平，反而因两极秩序的瓦解以及民族、宗教、族群等各类

冲突的升级而变得更加脆弱。 １９９２ 年 ６ 月，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向安理会提交《和平

纲领》，提出预防性外交（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创造和平（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维持和平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和后冲突时代构筑和平（ｐｏｓｔ⁃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四个联合国和平

行动的概念。② 此后，国际社会关于人权—预防冲突的言论逐渐增多，关于“和平”的
理论研究也日趋多样，特别是西方学界愈发认为人权不再只是主权之下的存在。 这

种思潮的兴起为“介入”别国国内事务提供了理论依据，１９９９ 年美国以人权为由发动

科索沃战争便是这一理论的实践。 对日本来说，追随美国是其战后最重要的外交原

则，联合国外交亦是重要支柱，日本对国际社会思潮的变动极其敏锐，对联合国提出

的新理论更是乐意接受。

三、 日本对中东地区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的影响

（一） 影响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对中东事务的深度参与

伊拉克战争后，日本向中东诸国表明其作为美国盟友的身份不仅是政治上的盟

友，更是军事上的盟友。 日本希望借助美国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权保障自身的能源安

全，再辅以自卫队追随美国行动，维系和深化日美同盟；同时利用政府开发援助向中

东国家输出自身“和平国家”的形象，在中东国家赢得声誉。 但日本高估了美国对中

东事务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反而因帮助美国介入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打破了日本在

中东国家心目中的“和平国家”形象，２００４ 年日本自卫队在伊拉克驻地遭到火箭炮袭

击事件即为明证。
２０１５ 年，安倍晋三政府通过了《新安保法案》，正式承认了集体自卫权，使日本自

卫队成为一支可以“自卫的军队”，更为重要的是，行使集体自卫权使日本对美国支

援的性质发生了质的变化。③ 日本国会通过集体自卫权决议等于同意日本自卫队可

以在海外从事战斗任务，这使日本被迫卷入战争的风险急剧上升，日本国内研究中

东问题的学者对此反应强烈。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日本 １０５ 名学者联名提交了反对日本安

保法案的倡议书，认为“这个法案虽以保卫日本国民的‘生命与生活’为论调，却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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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Ｄｉｒｋ Ｎａｂｅｒ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Ｊａｐａ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ｆｔｅｒ １１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３， ２００５， ｐｐ． ３０５－３２６．

Ｂｏｕｔｒｏｓ Ｂｏｕｔｒｏｓ⁃Ｇｈａｌｉ， “ 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ｖ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ｓｕａ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ｕｍｍｉｔ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３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９２， Ａ ／ ４７ ／ ２７７－Ｓ ／ ２４１１１， Ｊｕｎｅ １７， １９９２．

［日］松竹伸幸：「集団的自衛権の深層」，東京：平凡社 ２０１３ 年版，第 ２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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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作为战后外交基准的‘和平主义’原则。 追随大国主导的战争和以自我为中心，打
破了中东及亚洲甚至是世界人民的信赖，损害了国家利益，将日本人民的生命安全

置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①。
作为被美国深度捆绑的盟友，日本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美国战略失误的影响，这

使日本的中东外交面临困境。 日本与中东国家间关系不仅面临能源安全的挑战，也
受到政治与安全风险的冲击。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日本记者惨遭“伊斯兰国”组织杀害，就
是这种风险的直接体现。 自参与反恐战争以来，日本在中东国家普通民众心中的形

象已经难以恢复至原先的“亲善”面孔。 立命馆大学教授末近浩太认为，近年来日本

政府无论是在集体自卫权上，还是在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不断强化

其政治色彩，对于欧美国家而言，日本的国际声望确实在提高，但在中东国家看来，
这仅仅是日本单纯追随美国的一种行为，日本援助机构在中东的活动可能会变得愈

发困难。②

（二） 强化了日美同盟的全球行动

日美同盟原本是美国为防卫苏联所做的地区性安排。 冷战结束后，日本积极配

合通过《有事法案》与《新安保法案》，日美同盟转变为全球性同盟关系，日本愈发成

为东亚的“英国”，并利用其经济实力承担了更多责任。 同时，日本借助日美同盟框

架调整政府开发援助战略，以构建和平为名“借船出海”，这既给日本自卫队提供了

实战机会，也为日本扩军备战提供了借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曾明确表示要成为美国“不沉的航空母

舰”。 冷战后，日美同盟一度陷入困境，日本深感忧虑，一旦日美同盟崩溃，美国就无

法守护日本的和平。③ １９９６ 年台海危机后，日美不断强化同盟关系。 １９９７ 年日美防

卫《新指针》发布，日本自卫队走出本岛，向“周边”进军成为可能。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

特别措施法》更是将自卫队送至遥远的伊拉克战场；索马里的反海盗行动使日本海

上自卫队在吉布提名正言顺地建立了综合性的军事基地。
日本军事力量向中东地区的拓展途径之一，便是借政府开发援助之名行军事输

出之实。 日本政治家亦认识到这是突破本国宪法限制的一个有效路径，便借力打

力，开始以美国盟友的身份更多地参与美国军事行动。 ２００３ 年，日本向伊拉克派遣

自卫队时，小泉纯一郎政府考虑的并非是支持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与否，而是考虑

如何向民众说明出兵的原由，以避免民众的批评。④ 中东局势的持续恶化为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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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安保法案」に反対する中東研究者のアピール，ｈｔｔｐ： ／ ／ ｔａｍｕｔａｍｕ２０１１． ｋｕｒｏｎｏｗｉｓｈ． ｃｏｍ ／ ｔｙｕｕｔｏｕｋｅｎ⁃
ｋｙｕｕｓｙａ．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７ 日。

［日］末近浩太：「正しい理解と実態に即した活動を」，「国際開発ジャーナル」，２０１５ 年 ６ 月，第
２３ 页。

［日］松竹伸幸：「集団的自衛権の深層」，第 ３１ 页。
同上，第 ６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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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安抚民众、使民众同意日本出兵提供了舆论基础。 日本政府通过塑造民众对中东

和平与稳定的期望，不断强化自卫队的“自卫”能力及其法理基础，为自卫队破冰出

海提供保障，同时为日美军事一体化提供坚实的后盾。
近年来，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维系愈发

需要日本的合作，日本自卫队能力的加强、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及其在中东的实

践，为日美在全球事务中进一步开展合作打下基础。
（三） 加快了日本政治大国化的进程

通过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日本的国际贡献经历了从“只出钱、不出力”向“既
出钱、又出力”转变。 日本提供的多元化国际公共产品使日本在联合国外交中更容

易掌握先机，从而以国际贡献为名行扩张之实，分步修改“和平宪法”，架空宪法“第
九条”，实现自身政治大国的夙愿。

日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实力的增长使日本急欲改变

自身“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现状，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日本缺乏与自身经

济实力相匹配的政治地位；第二，日本缺乏自主制定的宪法。 两者在表面上似无关联，
但实际上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存在相同的政治诉求，即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大国。

战后以来，日本以经济援助作为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主要手段，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 但纯经济援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中遭遇挫折，使日本逐渐认识

到，只有紧随美国才能实现自身政治大国和提升国际地位的目标。 此后，日本在使

用经济手段时遭遇瓶颈，美国更希望日本为其分担国际责任。 如果说美国是世界警

察，那么日本就要成为警察的警棍或盾牌。 美国不满足于日本单纯“出钱”支持其全

球战略，进而要求日本“出人”共同参与其行动。 为此，美国不得不放宽对日本的限

制，在日本修宪问题上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同时鼓励日本更加积极地

调用军事力量支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行动。
对日本来说，军事手段的行使本身就是其走出战后“历史阴影”的重要一步，亦

是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一种标志。 军事手段本身具有硬实力属性，日本对军事手段

的运用有利于日本在全球的“势力”扩张，并以此推动其成为政治大国。

四、 结语

对日本来说，政府开发援助是其综合安全保障中的重要一环，也是维系日本能源与经

济安全的重要手段。 如果说战时国防支出是军费的话，那么政府开发援助就是和平时期

的安保费用。 同时，对各国的和平与安定做出贡献，亦是日本经济利益之所在。①

·６１１·

① ［日］堀江正彦：「わが国のＯＤＡの基本態勢と中東地域援助の実体」，第 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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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历程来看，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日本对中东地区政府开发援助是以援

助代替政治姿态，再到以扩大出口市场与确保资源为核心，突出经济利益的政府开

发援助。 ８０ 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政策开始从偏重经济利益向经济与

政治平衡的方向发展。 ９０ 年代以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政策和理念都发生了转

变，战略性日益明显，更加偏重政治利益。 ２１ 世纪以来，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对军事

力量的使用更加频繁，越发熟练，注重“构筑和平”与传播“民主价值观”的意识形态，
政治、战略、军事利益成为主要诉求。

日本对中东地区政府开发援助的战略转型经历了三次重要时期。 第一次是在

１９７３ 年的石油危机，第二次是在 １９９０ 年之后的海湾危机，第三次是 ２００１ 年的国际

恐怖主义危机。 可以说，中东地区的每一次动荡都构成了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

型的机遇期。 日本从最初对中东事务的漠不关心向亲阿拉伯的外交立场转变，开始

踏足中东事务，但仍高度克制。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随着国际社会人权规范的兴起与

西方干预主义的抬头，日本长期坚守的“内政不介入”理念出现松动，１９９２ 年的政府

开发援助四原则明确指出了“民主化” 在日本选择受援国中的重要性。 ２００１ 年

“９·１１”事件更是使日本全面放弃政府开发援助所抱有的“内政不介入”理念转而向

“政治—经济并存”的战略理念靠拢，军事手段运用越来越频繁，从阿富汗到亚丁湾，
日本自卫队的身影遍布整个中东冲突地区。

从日本对中东政府开发援助战略转型的前景来看，在经历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至

２１ 世纪第一个十年这 ２０ 年的石油价格飞速上涨之后，造就中东产油国的集体富裕。
中东地区已不仅是日本重要的能源供应地，也成为了日本重要的出口市场。 仅以能

源为例，世界天然气贸易（ＬＮＧ）在 ２０１０ 年达到了 ２ 亿 １，６９３ 万吨，日本进口了其中

的 ６，７００～６，８００ 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进口国。 中东地区天然气的储量巨

大，这一地区对日本保持可持续的繁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① 在商业上，日本贸易

振兴机构理事长林康夫认为，“日本企业不仅不应该逃出中东，反而应展示更加积极

进取的姿态”②。 即便是在 ２０１１ 年中东乱局加剧的情况下，日本石油资源开发株式

会社的董事长渡边修仍认为，“在美国对中东的关心日渐稀少的情况下，日本要加大

与中东的合作”③。

（责任编辑： 邹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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